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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高齡化的社會與老年人口的持續增加，未來老人需長期照顧的人口將會

愈來愈多。每位老人也因為所罹患之慢性病種類與數量不同，失能程度也不一，

所以在面對老人多元的疾病狀況及照顧需求，可以想見家庭的照顧重擔及照顧壓

力。當家庭承接照顧的重擔，而家庭主要照顧者缺乏有效因應策略和支持性的福

利政策時，照顧者常感到負荷或壓力。而這樣的壓力也將造成照顧者在情緒上、

身體上、財務上及家庭上的負擔，也可能會導致老人進入機構安養、不當照顧，

嚴重的甚至會出現老人虐待。因此，本研究針對台灣目前社區中老人虐待議題與

老人受虐風險檢測之分析研究，透過虐待風險檢測工具(screening instrument)之篩

檢，以實證資料之調查突顯出老人受虐問題的嚴重程度與因應對策。此外，本研

究將依據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對於老人受虐危險程度之評估，提供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有關失能老人及其照顧者適當的服務資源建議。最後，本研究也將評估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在提供服務資源之後，了解是否可透過解決照顧者因照顧所產生的負

荷與壓力，以有效降低對長期照顧老人之施虐傾向。希望藉此不僅加強老人保護

相關機構之服務規劃並切合服務需求，更能喚起老人服務領域專家與社會各界對

於台灣老人虐待問題的重視與認知。最後，本文就老人保護議題在研究面、實務

面與政策面上的意涵，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關鍵詞：老人虐待、長期照顧服務、虐待風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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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社會快速變遷與醫療科技的大幅度進步，使得人類健康與生活品質呈現

出明顯的改善、國民平均餘命持續延長、以及老年人口比率不斷增加；如此的人

口高齡化不但對經濟、醫療、家庭、與社會各層面產生衝擊，同時更突顯出老人

在就醫、安養與安全相關議題與需求的重要性；而依此人口變化的趨勢所伴隨而

來老人虐待問題大幅增加比率的潛在性，更是整個社會與相關專業面對老人議題

不可忽視的課題（U.S. National Center on Elder Abuse, 2006; Tatara et al., 1998）。 

近年來家庭中的老人虐待事件持續增加有幾個重要原因，包括老人人口與比

例的大幅成長、與年齡相關的慢性疾病增多，以及家庭參與老人照顧關係的比例

提高等(Schiamberg & Gans, 2000; Yan & Tang, 2004)。未來趨勢顯示不僅是老人人

口的持續成長，家庭照顧的需求量提升，同時也伴隨老人虐待的問題。因此，照

顧提供與家庭中老人虐待間關聯性的研究就顯得十分重要且急迫(Anetzberger, 

2007; Nadien, 2006; Schiamberg & Gans, 2000)。大部分的家庭照顧者均關愛老人且

付出最大的支持與照顧；然而，照顧工作是極為艱難且有時具有相當壓力的。照

顧老人的工作有一定的挑戰性，這也讓專業工作者與社會大眾開始重視到照顧者

可能會超過負荷的問題。照顧者壓力理論便指出過度負荷的照顧者會因為提供照

顧老人所需而感到壓力，有時會因此傷害到他們所照顧的衰老且失能的老人

(Anetzberger, 2005; Bonnie & Wallace, 2003; Wolf, 2000)。 

從相關文獻中發現，過去老人虐待研究僅以老人本身的特質為因子，是不足

以解釋不同形式的老人虐待的發生原因。加害者、被害者與加害者間的互動，以

及源自於老人失能程度衍生出的照顧脈絡關係，逐漸成為理論解釋的關注焦點(黃

志忠，2013；Bonnie & Wallace, 2003; Pillemer & Wolf, 1986; Schiamberg & Gans, 

2000)。老人虐待發生前有兩個別於依賴的因素必須被考量，第一，被虐對象必須

存在著某些狀況；第二，必須存在著觸發事件(triggering event)，如某些危機促使

虐待的發生(Fulmer & O’Malley, 1987)。老人開始出現有失能現象或是健康問題惡

化，都會造成危機事件而導致虐待的發生；或是當照顧需求超出照顧者的負荷或

能力時，虐待也可能會發生；甚至是被照顧者本身的抗拒或暴力行為所引發的口

語衝突事件(Bonnie & Wallace, 2003)。許多有關非正式照顧的研究均指出，提供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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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家人的照顧會導致高度的負荷（Family Caregiver Alliance, 2006）。這樣的照顧需

求往往超過家庭照顧者生理與心理的能力而成為長期性壓力源頭，而產生所謂的

家庭照顧者的照顧負荷（Zarit et al., 1980）。對於壓力直接與間接的負面反應會對

家庭照顧者造成社會與健康問題，除非有計畫性的服務策略來減輕問題的影響，

否則這些問題將會造成永久性傷害。此外，家庭照顧者的壓力與憂鬱情緒往往對

被照顧者產生嚴重的後果，包括拒絕照顧角色、過早送進安養護機構以及不當對

待與虐待（Anetzberger, 2000; Logdon et al., 1999; Mockus-Parks and Novielli, 2000; 

Pruchno et al., 1990）。 

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在社區中接受健康或社會福利單位服務的老人，其受虐

比例高達 13％（Reis and Nahmiash, 1998），其原因除了目前在家中接受長期照顧

服務的老人比例逐年升高，對家庭主要照顧者之照顧壓力也與日俱增，相對可能

引發之家庭衝突與虐待行為實難以避免；另外因為使用居家服務的社區老人本身

日常生活功能（ADL）須在一定分數以下方能符合服務資格，而有照顧需求的老

人相較於一般健康老人更具封閉性，老人虐待事件不易被外界偵測到，研究此類

老人更有其急迫性與正當性。同時，也正因為失能老人之受虐風險性與封閉性較

高，台灣目前專責於老人失能評估與家庭訪視的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便成為最適

當的老人虐待偵測與篩選之關鍵機制。因此，為了預防與因應照顧壓力對於家庭

照顧者與被照顧者所產生的負面效應，須要提供相關服務資源來有效減緩家庭照

顧者所承擔的壓力與情緒負荷。以長期照顧服務形式的正式服務支持便是最常運

用在減輕失能老人家庭照顧者負荷的策略之一，來預防與解決可能發生的老人受

虐問題(Nakanishi et al., 2009)。家庭內老人虐待事件之發生，大部份係因家庭功能

不健全所致，其成因未必全可歸於施虐之照顧者；故與其懲罰照顧者，惡化家庭

關係，並無助於受虐老人往後生活之安定或生活品質之提升，不如支持家庭照顧

者，強化改善其角色或功能，俾恢復家庭原有之功能，如此方能提供受虐老人一

個永續且安定的終老所在(林耕賢，2007)。 

老人保護工作內涵不出預防（Preventive）及協助行動（Reactive）（Penhale, and 

Kingston, 1997）：前者是要確認（Ensure）老人不會再（或沒有）受到傷害；後者

則是在衡量（Measure）專業介入處理後，老人如何可以不再遭受傷害（蔡啟源，



2015 年兩岸社會福利論壇 

110 

2005）。老人保護工作並非僅止於協助老人脫離受虐之危險，甚至可包括追蹤協助、

制訂法令保障老人免再受到傷害及侮辱。因此，老人保護工作先要能確定受虐狀

況、類型，施虐者與受虐情境後，再依現有服務資源、老人所需要之保護模式，

再來決定提供協助之處遇內容與預防策略（Anetzberger, 2001; 蔡啟源，2005） 

貳、相關文獻 

一、老人虐待通報與確認 

    老人虐待在國外早已經被認為是一個顯著且持續的社會問題（Steinmetz, 1988; 

Filinson and Ingman, 1989; Wolf and Pillemer, 1989; Wolf, 2000; Fulmer et al., 2004; 

Lachs and Pillemer, 2004），然而國內社會大眾對於老人虐待這個社會問題卻常常被

忽略，因為老人虐待通常不會被通報出來。其阻礙結合了個人因素和結構性因素：

老人礙於面子會容忍子女的虐待行為，希望至少維持表面和諧的關係、老人依賴

家中成員，缺乏其他可選擇替代性的照顧、老人可能因老化而出現的行為不易與

是否被虐待作區分、老人缺乏可利用的支持服務訊息、傳統家庭觀念重視隱私而

導致證據蒐集不易，難以判斷等等（Wiehe, 1998; Wolf, 2000; Dong et al., 2007; 李

瑞金，2004；莊謹鳳，2009；蔡啟源，2005），造成大眾對此議題的不熟悉，故各

界對於老人虐待所知的訊息來源是較有限的，甚至是在估計老人虐待的總數比例

與盛行率時都有些許爭議。 

    然而事實上老人族群的快速成長不但在健康照護與社會福利議題上有深遠影

響，同時也因為此一成長趨勢造成潛在老人虐待與忽略比例的增加；以美國為例，

一份自 1986 年至 1996 年統計指出，成人保護服務機構（Adult Protective Services, 

APS）的老人虐待通報比例在十年間增加了 150％（U.S. National Center on Elder 

Abuse, 2006）。目前台灣老人虐待與疏忽通報案件相對於其他保護性案件來得低的

許多，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09）統計，97 年度家庭暴力通報案件以類型區分，

婚姻、離婚或同居關係暴力通報案件有 46,530 件（占 58.25），兒少保護通報案件

有 17,086 件（占 21.39％），而老人虐待通報案件僅有 2,271 件（占 2.84％）；其主

因在於老人虐待事件之受虐者及加害者雙方都刻意隱藏虐待事件，不願確實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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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多數虐待案例並無法輕易覺察，尤其是要確認受虐老人被剝奪醫療需求照顧時

更為困難。另一類虐待事件被隱藏的因素是由於受虐檢測大部分需要受虐者自己

完成，他們既擔心受虐事件曝光，也可能因為本身認知障礙的問題（cognition 

impairment）而無法正確回答問題。而社會對於家庭私領域及主要照顧者的刻板價

值，認為家庭成員成為加害者的可能性較低，也是老年虐待事件極少被發現的原

因之一（謝美娥，2001）。此外，由於在專業的倫理道德下特別尊重受庇護者的隱

私權，亦減少對於老年虐待案件的報導。 

    老人虐待的施虐者最常為非正式照顧系統中的家人、親友、鄰居等，而且往

往發生在家中，不在公共監督之下，使得瞭解老人虐待的普遍與否顯得相當困難；

而受虐老人的羞愧感或恐懼常基於擔心受到報復而多所防衛，也常使得虐待事件

具備高度的隱密性而不易被揭發出來。除此之外，過去缺乏專責機構來統籌管理

老人虐待事件之註冊與個案資料蒐集，使得大部分的老人受虐資料都是不完整的，

加上無嚴謹的研判準則與風險檢測工具（screening instrument），導致誤判虐待的事

件也曾經發生。由於老人虐待問題的隱密性及低通報率，再加上定義的差異性及

測量方法的困難，老人虐待研究很難明確的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及範疇，亦無一致

的結論（李開敏等譯，1996；黃志忠，2001；潘英美譯，1999）。 

二、日本的預防老人虐待與支持照顧者法案 

    日本於 2006 年 4 月制定「預防老人虐待與支持照顧者法案」(The elder abuse 

prevention and caregiver support law)。此法案設定中央、地方政府與公民在預防老

人虐待、保護被害者與支持照顧者等工作的角色與權責，以達到保障老人人權的

目的(Nakanishi, Hoshishiba, Iwama, Okada, Kato, & Takahashi, 2009)。此一法案定義

在家中與機構中的老人虐待有五種形式：身體虐待、照顧者疏忽、心理虐待、性

虐待與財務虐待。此法案強調地方政府有角色與權責來提供在社區內預防老人虐

待的支持性環境，同時能接受與調查通報老人虐待案件以保障被害者的安全(林耕

賢，2007；Nakanishi et al., 2009)。 

 該法第一條揭示以下之立法目的：一、有鑒於老人被虐待的情況嚴重，對於

維護老人的尊嚴而言，防止老人被虐待的保護工作是極為重要的措施；二、防止

老人虐待是國家的責任；三、除了規劃保護老人虐待之受害者的措施外，為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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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於防止養護者對老人虐待之行為，對於養護者制定如何減輕養護者的負擔之措

施(即為對於照顧者的支持性服務)；四、老人虐待之防止與促進有關對養護者支援

的措施，係以有助於老人之權利與利益之保護工作為目的。由原文法律名稱可知，

雖簡稱為「老人虐待防止法」，但其內涵實為二種法律之組合，一為防止老人被虐

待法律類，另一為對老人的照顧者支援之法律類。關其條文內容，其中即有八條

條文與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有關。就該規範整體內容而言，其立法目的在於

防止老人虐待，然其保護工作採行之措施，不僅針對防止來自照顧者之施虐行為，

同時雙管齊下，為了有效防止照顧者之虐待，也對照顧者提供減輕照顧負擔及支

持的服務，俾從照顧者管道消弭其施虐的原因，而確實達到防止老人受虐之目標。

此種老人保護工作，兼顧受虐者之保護與施虐者照顧負荷之支持，真正達到治療

性與預防性之保護功能。 

 此一法案規範地方縣級單位必須提供市級政府必要之協助與資訊以發展出符

合法案要求的社區預防系統。隨著該法案的制定，長期照顧保險(Long-Term Care 

Insurance)單位在社區中創造出「多功能社區照顧中心」(Comprehensive Community 

Care Centers)，其功能為對困難性個案提供預防性照顧與管理，如失智照顧與老人

虐待。各中心聘雇有公衛護士、社會工作者與照顧管理師，長期照顧保險則提供

相關服務、協助照顧者以及減輕照顧負荷(Nakanishi et al., 2009; Tatara, 2007)。 

 研究指出，日本在 2006 年推動「預防老人虐待與支持照顧者法案」後，各市

級政府便開始制定與老人虐待通報系統相關的制度以及提升專業服務提供者對老

人虐待議題的覺知(林耕賢，2007)。通報系統是在處理社區內老人虐待問題一個相

當關鍵的起步，因為接受通報是調查案件與保障被害者安全的把關機制；而提升

專業服務提供者對老人虐待的覺知也必須與通報制度有效連接，因為通報通常是

由專業服務提供者來執行而非被害者本身或其照顧者，因此專業人員對於老人虐

待的覺知就顯得格外重要。建立通報制度表示此一法案對於老人保護服務的系統

建置有著顯著的進展(Nakanishi et al., 2009)。此外，該研究也指出，在此法案通過

後，市級政府在老人保護服務系統建置過程中，必須強化相關專業團隊與資源網

絡的連結能力與機制，包括與警政單位、心理衛生服務單位、精神醫療單位、衛

教單位、以及老人服務與倡導團體等，這樣的連結過程有助於機構間的合作與整

合性地處理老人虐待個案(Nakanishi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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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顧負荷與老人虐待之關係 

    家中有老人患有慢性疾病需要照顧時，不僅會給主要照顧者帶來照顧上的壓

力，更會有心理、身體、社會和經濟各方面的負擔，可統稱為照顧負荷，其內容

定義大致上有下列幾項(李超，2004；邱啟潤等，1988；邱啟潤等，2002；莊謹鳳，

2009；黃志忠，2013、2014；Cress, 2009; MacNeil et al., 2009; Pillemer & Wolf, 1986; 

Zarit et al., 2007)：(1)照顧者的身心負荷，因為老人長期生病不見好轉、甚至每況

愈下，使得照顧者感到沮喪和憂鬱，容易引起照顧者的挫折感，同時在心理上感

到耗竭，是照顧者最大的壓力感受來源。另外，照顧者在面對老人的疾病時，因

為對疾病的不認識往往會感到焦慮、害怕，特別是當老人患有智能受損的疾病時，

大多數的照顧者不能接受患病老人的行為，通常會以為是老人在故意作對，進而

發生摩擦，也背負很大的心理壓力；(2)照顧者的經濟負擔加重：照顧者因為照顧

老人必須有時候向工作單位請假，甚至辭去工作來照顧老人，導致照顧者的收入

下降，或需要雇請褓母代為護理、負擔居家設備費用，再加上醫療費用支出，會

給照顧者及家庭帶來較重的經濟壓力；(3)角色壓力：當一個人擁有不同的角色時，

因為每一種角色都有其伴隨的權利與義務，主要照顧者會因新角色所帶來的負擔

過重，或新舊角色之間是互相衝突矛盾的，使個人面臨抉擇與協調上的困難，這

是在面對照顧情境時所承受到的壓力。當照顧者無法符合角色的期待時會增加角

色緊張，故在扮演照顧者角色上會有壓力。其中工作角色也是造成照顧者角色衝

突和挫折的來源之一。另外在三明治世代中，照顧者需要同時照顧年老父母以及

養育下一代，往往也會產生角色上的緊張；(4)社會疏離增加：照顧者由於長期照

顧老人或是陪伴小孩，會打亂了自己原有的生活規律，例如因為沒有人幫忙使得

自己沒有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沒有空閒參加社交活動等、娛樂生活缺失、無法

滿足個人及人際需求，導致最後與社會疏離。上述這些發生在主要照顧者身上的

壓力，很有可能演變成老人虐待事件。 

四、長期照顧服務作為老人保護工作之資源提供 

    當老人家庭因事故或其他原因無法發揮有之功能時，相關正式服務機制即應

審視其家庭為一般功能、弱功能或失功能之程度，以不同介入程度之方式，視其

需求即時提供個別或群體的支持性、補充性或替代性服務，俾透過這些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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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協助效果，使家庭恢復其應有之功能。所謂支持性服務，係家庭結構尚稱完整，

然家庭關係產生緊張，使家庭成員承受過度的壓力；該壓力若未能減緩，會導致

家庭結構之破壞或家庭成員間之衝突，如遺棄或虐待之情事，則透過以家庭為基

礎的服務方案及老人保護單位所提供之支持性服務，增強其家庭功能。其具體措

施包括：輔導、諮商、教育、指導等。而補充性服務，係從家庭以外之系統尋求

協助，以補充家庭的角色功能，其具體措施包括：急難救助、經濟補助、居家服

務、日間照顧、喘息服務等。另外替代性服務，則係指老人陷於非常危險之境地，

研判老人留置家中仍會有受虐或被疏忽之危險與程度仍高，或因老人生理、心理

功能缺損，主要照顧者或家屬無能力或無意願照顧時，則就其需要保護之程度予

以老人短期安置或永久安置，所提供之服務措施。 

 我國目前長期照顧十年計劃中，針對失能老人提供十項主要的服務項目(內政

部，2009)；其中以居家服務與日間照顧對於家庭照顧者照顧負荷的減輕具有相當

顯著的效果（呂寶靜，2001；黃志忠，2014）。居家服務以多種形式的工具性與情

感性支持功能來解除家庭照顧者因照顧提供所產生的生理、心理與社會壓力與負

擔（Schoenmakers et al., 2010）。舉例來說，為照顧身體失能的被照顧者所需要的

搬動或移動協助（如洗澡）而提供的居家服務，可以有效地降低家庭照顧者的受

傷風險。這樣的服務對於力氣有限或健康不佳的年老家庭照顧者而言特別適用。

而家庭照顧者也會因為僅需監控與再確認已有適當的照顧服務提供，使情緒性壓

力也能得到紓解。另外，家庭照顧者也會因為正式服務照顧者指導其相關照顧技

能以有效率地完成任務而減少情緒性壓力。具技術性的照顧任務（如傷口照料或

注射）也可以完全轉移給正式照顧者，因此得以紓解家庭照顧者不確定與不舒服

的感受。若被照顧者需要持續性的看顧也會使得家庭照顧者產生喘息與協助需求，

來維持其他角色或關係（Bass et al., 1996）。因此，以提供家事服務形式的居家服

務，其所具備的工具性協助，能有效調解家庭照顧者的壓力感受，讓這些家庭照

顧者不但確知有他人可以協助，且能將部分家務移轉到居家服務員身上，進而有

更多的安全感，擁有更多信心與外在資源來持續照顧工作（Carretero et al, 2007; 

Jarrott et al., 2005）。研究結果支持居家服務對於老人干擾行為，在家庭照顧者的照

顧負荷具有緩衝的作用（黃志忠，2014；Bass et al., 1996; Zarit et al., 1999; Bra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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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因為相對於其他社區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所提供的服務是持續性日常生活

的照顧工作（如餵食、如廁、穿衣等）。干擾行為有別於其他失能狀況，對於家庭

照顧者會產生更嚴重的照顧負荷（Bass et al., 1996; Pruchno et al., 1990; Quinn et al., 

2009）；這些干擾行為可能是因疾病所產生的，也可能是被照顧者故意的表現，尤

其是出現不合作、抗拒或甚至是暴力的行為。干擾行為也會進一步弱化家庭照顧

者的非正式支持網絡，使得其他家人或親友不願或無法提供協助，間接地也使得

家庭照顧者不想要其他人參與其生活。此外，家庭照顧者如果對於被照顧者的干

擾行為愈不知道如何因應時，其感到困擾程度就會愈高，而照顧負荷也會愈重。

長期下來，家庭照顧者處於不斷因應無法解決的問題中，產生了無力感及挫敗感，

進而提高家庭照顧者主觀的負荷感。另外，被照顧的老人若有干擾行為出現，家

庭照顧者通常難以將老人留給其他人來照顧，因此間接增加家庭照顧者的擔憂與

壓力，此時較為熟識且了解老人狀況的照顧服務員就成為家庭照顧者有力的幫手

（Miller et al., 2001; Schoenmakers, 2010）。居家服務對於家庭照顧者在面對被照顧

者的干擾行為具備相當重要的補充人力效果，使得家庭照顧者能暫時離開日常照

顧重擔，提供一定程度的工具性協助效果（Bass et al., 1996; Jarrot et al., 2005）。而

居家照顧員會隨著工作時間的增加，與家庭照顧者逐漸熟識，也成為他們重要的

資訊與情緒支持來源，包括因為瞭解干擾行為症狀的本質與發生原因，而提供相

當程度的心理支持作用（黃志忠，2010；Carretero et al., 2007; Zarit et al., 1999）。 

 此外，日間照顧則是一種社區型的團體照顧模式，藉由個別的照護計畫，用

來滿足功能損傷者的需要。此一綜合性的方案係在一個保護的環境裏，提供多元

的健康、社會服務和相關之支持性服務，提供服務的時間是一天中的任何時段，

但少於 24 小時。使用日間照護服務方案的個人依照護計畫在特定時間內前往接受

服務。日間照顧服務方案旨在協助功能損傷者留在社區內生活，並促使家庭對其

之持續照顧（引自呂寶靜，2001）。Kaplan 認為老人日間照顧服務根據以下原則：

讓老人在社區裡生活、能與家人繼續同住、使老人繼續過獨立的生活 (引自呂以榮

等，2006)。日間照顧服務猶如幼兒園，提供白天的照顧，晚上返家享天倫之樂，

是一種留在社區、家人連結、在地老化的服務觀念，能讓家庭照顧者白天無後顧

之憂，符合老人個別需求的服務，日間照顧服務讓老人在社會層面延續與人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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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社會互動的機會，心理層面獲得滿足感，亦能於生理層面防止失智、延緩老

化。從上述內容得知日間照顧服務內容幾乎無所不包，周全照顧老人的生理、心

理、社會層面，使其接受服務時感到窩心、溫暖，不僅藉此擴大本身社會網絡、

增加社會互動、促進社會連結，甚至能夠增進體能、活躍老化。然而對於家庭照

顧者而言，則是具有提供照顧者獲得喘息的機會、促使照顧者繼續就業、以及增

加照顧者的持續照顧能力等功能(呂寶靜，2001）。 

 社會孤立因素幾乎在所有老人虐待與疏忽的發生原因與預防處遇策略中都會

提及的危險因子(黃志忠，2013；Bennett et al., 1997; Bonnie & Wallace, 2003; Lee, 

2009; Miller et al., 2006; Nerenberg, 2008; Ogioni et al., 2007; Schiamberg & Gans, 

2000; VandeWeerd, et al., 2006; Wolf, 2000)。社會孤立也意謂著沒有第三者可以觀察

到加害者與被害者間的互動、解除其緊張關係、或是證明或通報虐待的發生。照

顧者若缺乏社會支持或正式與非正式的接觸，會是老人虐待高度危險者(Kosberg, 

2007)。施虐者若對他人表現出威脅性行為會阻斷外界接觸，導致他人無法介入或

協助虐待情境；這種疏離會導致虐待事件無法被通報，而施虐的照顧者也無法獲

得專業的協助(黃志忠，2013)。因此家庭照顧者的社會支持是老人受虐的關鍵預測

指標之一；如果家人沒有其他親戚可替代照顧，或未提供照顧者定時的喘息時間，

則整個的照顧重擔全在家庭成員身上，容易使主要照顧者身心無法負荷，而在有

意或無意中疏忽或傷害到老人(李瑞金，1999；Cress, 2009; MacNeil et al., 2009)。

據此可知，日間照顧在老人虐待的預防與處遇服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方面

可以避免老人產生社會孤立現象而造成受虐風險增加，另一方面又能減輕照顧者

的照顧壓力，以避免過度負荷所造成的不當照顧。 

 此外，一些重要的預防策略還包括提供能減輕被害者與照顧者間相互依賴關

係的服務，如此才能更直接地處理老人虐待危險因子，如酒藥癮、照顧壓力或照

顧技巧不足的問題(Choi & Mayer, 2000)。能夠減輕照顧者對老人被照顧者依賴的

服務包括職業訓練或幼童日間托育，以及增加社會支持與人際技巧的心理治療服

務；而能處理老人對照顧者依賴的服務則有老人日間照顧服務、送餐服務或居家

照護服務等，協助個人財務問題與家事清潔服務，以及針對沮喪或社會孤立問題

的心理治療服務等。能直接處理老人虐待的危險因子的相關服務還有壓力與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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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坊、照顧技巧訓練、酒藥癮戒治方案與心理治療等(Reay & Browne, 2002)。

舉例說明，提供溝通與問題解決能力之訓練，或是處理服務輸送阻礙的問題如精

神疾病或強迫症等。除了以團體方案進行老人虐待處遇服務，相關研究(Zarit & 

Edwards, 1999; Reay & Browne, 2002)也指出照顧者可從個人的心理治療課程中獲

益；而家庭諮商也有助於降低照顧者的壓力進而減少家庭內衝突，達到預防老人

虐待事件發生的長期效果。 

參、結論 

    台灣已進入高齡化國家，雖然在老人福利方面有許多的探討與規劃，然而對

於老人保護工作仍在起步的階段，在相關福利政策與立法的修訂與服務的提供，

仍有較大的彈性與發展空間。目前國內對老人虐待的討論與關注仍屬於沙漠一片，

不但是在老人保護的專責通報與處理單位有多頭馬車的現象，更遑論有足夠的老

人虐待社區預防機制與處遇服務的建構。希望藉由本文之撰述與老人虐待相關研

究的探討，可喚起國人對此議題的關注與重視，亦可作為相關政策與立法的參考，

以「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的觀念來保護所有的老人，並進而降低因政策與管理

的錯誤所造成的社會成本與老人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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